
报刊论争与政治修辞： 严、 章

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辩及其媒介意义

王天根 　 王力行

　
摘　 要　 社会契约论作为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受传播西学新知的严复、梁启超、章士钊等舆论精英高度重
视。民初有关权力关系重构的社会契约学理探讨，涉及媒体间性及其效度，京津报刊在展示各自的政治修辞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严复、章士钊都留学英伦，深受英国自由主义阵营中保守派系影响。他们在报刊上发文论证

中国社会变革的合法性、正当性，却又在革命或改良舆论抉择中持调适主义。他们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学理供给

上有着广泛的声誉，但源于保守或激进，两者对政治学理涉及的社会分析框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共识

或阵营分歧在政论性的报刊上多有政治修辞学意义上的呈现与展示，背后有着国家重建中学理与政治关系阐

释，涉及原本与转译之粘连。由此而来，跨语境意义上社会契约论原本与转译之间，呈现的文本粘连或话语批

判之博弈，成为分析严章论争、报刊角色以及学术政治互动的有效理论透镜。就传播内容及效果而言，社会契

约论传播及其阐释的广度与深度也可见近代社会变革尺度与法度。更重要的是，这场论争首次较为典范地展示

了媒介在中国近代舆论动员中政治修辞之旨趣及分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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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治合法性危机催生了理论论争的迫切需求。１９１３至 １９１４年间，严复与章士钊围绕社会契约论展开
的论辩，不仅反映了改良与革命两种政治路径的根本分歧，更展现了报刊作为政治修辞场域的独特功能。本

文聚焦这一具体历史事件，通过分析 《庸言》与 《甲寅》两大报刊平台上的论争文本，探讨近代中国政治话

语建构的媒介机制。既有研究多从思想史角度分析严、章二人的理论分歧，但对报刊媒介如何形塑论争性质

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将思想史与媒介史相结合，分析报刊平台如何通过编辑方针、读者定位和传播特性影响

政治修辞的表达策略与论争效果。

一、历史语境———民初政治格局与社会契约论的传播背景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政府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国会政治陷入困境，政党纷争不断，开明专
制论与民主共和论形成鲜明对立。严复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其 《〈民约〉平议》的写作具有明确的政治针对

性；而章士钊作为革命党的重要舆论代表，其 《读严几道 〈《民约》平议〉》则服务于倒袁的政治目标。

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变革既是革命党人长期宣传的实践产物，也系包括社会进化论、社会契约论在内的

“社会知识的政治化”的重要结果，此后南北舆论精英多与政治权力合流。武昌起义后南北会谈。作为北方

重要代表人物的严复与原就读北洋水师学堂的黎元洪有师生情谊。黎元洪系南方革命党人掌权派尤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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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另一方面，作为南北和谈的重要参与者，严复在日记中希望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政府在收拾政局时注

意网罗人才，这是严复本人内心隐秘的想法。其时报刊言论混杂，南北舆论也各为其主，而执言论界牛耳的

梁启超，系严复建议袁世凯等要网罗到京的重要人物。而梁启超与严复交往甚深，其时政见虽略有差异，多

属开明专制论基础上的求同存异，私下常互通声气。１９１２年 １０月底，严复称：“梁启超临赴津时，特来相访，
去后又有书至，称不愿入政界，仍欲开馆出报，谆谆约我入社，担任撰述及第一期文章。”① 即梁启超主动引

严复为 “维新”同道。是年 １２月 １日梁启超筹办 《庸言》并在天津发刊。《庸言》“主干”为梁启超，撰述

为 “林纾、严复、陈衍、吴贯因、夏曾佑、黄远庸、徐佛苏、麦孟华”。１９１４年 ２月 １５日严复在 《庸言》报

刊发 《〈民约〉平议》，也系梁启超约稿。严复主动解读民约论，涉及国家重建中立宪问题。早在 １９０６年 １２
月 １７日，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演说 《宪法大义》，即称：“自吾辈观之，则卢梭书中无弃之言，皆吾国孟子所

已发……卢 （梭）谓治国务明主权之谁属，而政府者，主权用事之机关也。主权所以出治，而通国之民，自

其全体合而言之，为主权之真主；自其个人一一而言之，则处受治之地位。同是民也，合则为君，分则为
臣，此政家所以有国民自治之名词也。”② 实际上，严复的 《〈民约〉平议》肯定 “主权在民”的思想，但他

所谓 “主权在民”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 “天赋神权论”之前提之下。此与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框架下的 “主

权在民”思想有一定的距离。就文本溯源而言，卢梭所论社会契约思想，关联 “契约”从自然法到社会法的

语义辨析。比较罗马法系的架构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启迪，卢梭有关政治权力的切分涉及资产阶级内部的政

治认同。契约论后续讨论，当然也涉及资产阶级内部左、右端连接的政治谱系，在政治动员上分别对应的报

刊，由此呈现传媒间性。相关商兑有共识、有分歧。共识是传媒呈现意见的公约数，不论是偏左或偏右，都

承认这一共同点，反而言之，这亦是媒介间性展示向左或向右的互文性的基础。诸如他们对私有产权的认同

这一共识。另一方面，相关讨论对于社会契约论展示的法理的自然性、社会性颇有不同看法，涉及西方学术

思想中国化的变革及其政治学修辞。社会契约讨论聚焦整个社会秩序的法理。无论是自然法，还是社会法，

卢梭意图建立契约化的社会。而签订契约的对象可以是政府等军政利益集团，但更多的是公民，所以在近代

中国的语境中转译为 “民约论”。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有关社会契约论的讨论涉及学理层面的逻辑到修辞以及改造世界层面的叙事等。当然，

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关联学理框架、案例分析及整体意义上的价值与意义。以下讨论将涉及这些。

（一）社会契约论在华传播脉络

社会契约论自晚清传入中国，经历了从梁启超到严复的接受史演变。卢梭思想因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

成为革命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民初时期，社会契约论不仅是学术概念，更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

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与契约论在华传播之思想、政治调适有交融转译的趋势。郝伯思 （今译霍布

斯）的政治学理在中国传播并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是梁启超及其主持的 《清议报》。１９０１年梁启超著 《霍布

士学案》（后刊发于 《清议报》 “政治学学案”专栏，梁启超译 Ｈｏｂｂｅｓ 作霍布士，严复译作郝伯思），云：
“霍氏因论人生之职分，以为当因势利导，各求其利益之最大者，以就乐而避苦。此天理自然之法律，亦道德

之极致也。霍氏本此旨以论政术。”即郝伯思从伦理层面讨论政治。郝伯思谓 “人类所以设国家立法律者，

皆由契约而起。而所谓契约，一以利益为主，而所以保护此契约，使无敢或背者，则在以强大之威权监行之，

此其大概也。”梁启超认为：“霍氏之哲学，理论极密，前后呼应，几有盛水不漏之观。其功利主义，开辨端、

斯宾塞等之先河；其民约新说，为洛克、卢梭之嚆矢。虽其持论有偏激，其方法有流弊，然不得不谓有功于

政治学也。”③ 梁启超认为郝伯思的哲学开启斯宾塞等政治功利主义学说与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梁启超

评价郝伯思及其政治学，“霍布士虽不谓人心有自由之性，然以契约为政治之本，是已知因众人所欲以立邦国

之理，其见可谓极卓，自霍布士倡此说，后之学者袭而衍之，其识想愈高尚，其理论愈精密。以谓人人各以

自主之权而行其自由德义，实为立国之本，以视霍布士所谓出于私欲者，诚乎尚矣。虽然，民约之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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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述霍氏，霍氏亦政学界之功臣哉。”① 论及郝伯思的政治论与道德论的关系，梁启超概括：“霍布士政术之

原，与其性恶之论相表里。”② 梁启超作按语称：“霍布士之学，颇与荀子相类。其所言哲学，即荀子性恶之

旨也。其所言政术，即荀子尊君之义也。”③ 此有中西文化会通的语境， “霍布士之言政术，与墨子尤为相

类。”④ 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话语表述来看，梁启超的论述对严复颇有影响。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日胜俄败
多被国人视作日本学习君主立宪的业绩。西方宪政及其法制思想再度受国人瞩目，严复译著孟德斯鸠的 《法

意》，正当其时。严复撰 《孟德斯鸠传》，称：“当是时，法战胜攻取，声明文物冠诸欧，然值政教学术乐新

厌古，人心物论穷极将变时。于是论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义有墨迦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鸠。则导福

禄特尔 （即伏尔泰）、卢梭辈先路者也。”⑤

契约论转向，涉及从自然性法则到社会法则的过渡。近代契约论的 “知识的社会化”历程涉及中外比

较。郝伯思认为，战争导致无政府状态，无政府悲惨境地反致社会秩序建构精致。契约论思想属战争无序转

向和平秩序的产物。他认为社会契约属诸多意志调和，能否施行需要公共权力。社会契约论呈现权力分割及

其表征，往往需要人或会议落实。郝伯思所谓人或会议，有 “大众”的人格特征。“大众”相互缔结协议成

为权力的臣民。“……统治者自己是不在契约的管束之下的：他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任何义务。”⑥ 而统治权

至高无上，不能分割。战时、和平，皆如此。郝伯思的 《利维坦》对此展开分析。利维坦系 《圣经·新约全

书》“启示录”（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里描述的一个巨大的海兽⑦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劫掠人的，必被劫掠；用刀

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⑧，郝伯思称 “利维坦”即国家的象征。

英人郝伯思对梁启超、严复有相当影响。这与辛亥革命，政体变革需要学理支持相关。１９１２至 １９１３年袁
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梁启超系政治顾问。１９１３年 ９月 ２５日，严复致熊纯如信称：“昨梁任庵
书来，苦督为 《庸言》报作一通论，已诺之矣。”⑨ 比照卢梭交代 《社会契约论》的 “研究主题”：人生而

自由，而处处背负锁链……如果只考虑力量和相关后果，会说只要人民在强制下真服从了，暴力算达到目

的；一旦人民能砸碎锁链并付诸行动，就更妙了。人民凭暴力夺回因暴力而失的自由。或自由夺回是合理

的，或自由失去是不合理的。瑏瑠 卢梭社会契约论多源自爱琴海文明，主要是罗马元老院的一些思想。人与

自然的关系：天赋人权论。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契约论。另一方面，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

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两相比较，严复对卢梭所谓暴力获取自由论，颇不以为然，尤其是与革命冲突相联

系时。

１９１４年严复在梁启超主持的第 ２５、２６期合刊 《庸言》上刊发 《〈民约〉平议》，称：“郝之书曰：《勒肥

阿丹》（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亦名 《国家形质力论》。其言曰：民之始犹禽兽也，离群处独，狞毅犷愚，人以其一而

与其群为战……夫群者，有君者也。既推择其一而为之君矣，则取其一身天赋之自由，与所主万物之权利，

一切而皆付之……方其约之未解也，君有完全之自由，而民无有。何以故？民相约为服从，而其君则超乎约，

而未尝有所服也……郝之所谓民约者如此。”瑏瑡 郝伯思有保皇思想，其所论服务英国王权。但郝伯思源于自然

法的契约论，又否定中世纪的 “君权神授”论。郝伯思将自然法与契约在学术逻辑上结合得相当完美，并不

能代表就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根据。１９１４年 ８月 １日、３日、４日，德国分别与俄、法、英国开战，面对世界
大战，严复积极为袁世凯提供 《居仁日览》，多为西文报刊译本。严复分析与评论现实兼顾学理，其强调郝

伯思的思想系为袁世凯政府的学理框架提供正当性。

对 “西学第一人”严复而言，其政治理念吸纳欧洲思想中天赋人权论。严复留学英国，受政治哲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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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有其时代及语境。１６８８年英国爆发 “光荣革命”，翌年君主立宪得以确立并稳固，洛克亦作学理的论证。

面对 “君权神授”论，欧洲学界或维护或反对，政治哲学由此分野。精通医学、化学的洛克首先批判天赋观

念论。他认为：心灵类似白板，通过经验的途径书写或刻画，思想观念才可能产生。同郝伯思一样，洛克毕

业于牛津大学，他对亚里士多德学理也颇反感。不同的是，郝伯思为绝对王权辩护。同样曾游历法国的洛克，

则开启近代民主政治学说。他关于社会契约论的学说，与英国光荣革命分不开。他支持新兴势力的辉格党与

王党作斗争。面对辉格党反对查理二世的舆论，他发表 《政府论两篇》，奠定批判的学理基础。严复深受英

国政治哲学影响，他将洛克有关契约论与自然法中人性之善恶相联系，称：“顾谓如奴虏然，举其性命物产，

一切而付之，惟所愿欲是非，无所复问。此又反于人情，而不必然之说也。由是洛克著 《治术论》以诤之。

其言曰：人之性善……自淳朴散而末流纷，不得已而有治权之立。”① 相比之下，洛克认为仅靠教化难以驾驭

社会，统治术是社会发展迅猛而秩序失衡的纠偏。严复称：“何言夫不得已？治权立求自由之无缺必不能也。

虽然，民之生也，有其直焉。（如 《诗》‘爰得我直’之直。）天之所赋，可以复之以理者也。理存于虚，法

典所以定理，吏者所以举法，而兵刑者所以行法也，无治权则举无是焉。是故治权者，所以安其身，保其有

而后有事者也……洛之所谓民约者又如此。”② 英国 “光荣革命”，系和平得权，洛克学说可谓现实政治更替

的折射。洛克之 “政府论”，源于民主协商达成的契约。据社会契约而来的统治权确立，意味着自然权利的

实现有了学理基础。洛克认为：“政府是通过 ‘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而且他们也

必须包括相互的义务；再者，授权者也能改变和取消它们。”总之，“洛克的理论因此和霍布斯的专制主义一

样，不是历史的。它在思想上为立宪政府提供了事实根据，它也是为它的依据那个时代的观念为 ‘大革命的

和解结局’进行辩护的目的服务的”。③ 英国洛克的权力分割及制衡思想，后为欧洲大陆启蒙哲学所继承。后

来者卢梭的 “民约论”适应法国革命的社会土壤，并探讨 “主权在民”思想，论证了国家权力的渊源。卢梭

“民约论”，强调政治统治与伦理教化相结合。

简言之，梁启超、严复 “各取所需”地对郝伯思、洛克、卢梭思想的介绍、转译、阐释和利用，涉及论

证自己 “天赋神权”意义上的 “法度”观。

（二）报刊生态与舆论场域

近代改良与革命有各自的 “天赋神权”与 “天赋人权”之学理支撑，舆论精英严复、章士钊的政论在近

代政治舞台有着深远影响。胡适称：“自 １９０５年到 １９１５年 （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发达时期。这一

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

严，论理完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

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 ‘欧化’的古文了。”④ 钱基

博称：“士钊既之英，乃入伦敦大学，习政治经济之学。顾最喜者逻辑，又通古诸子名家言，杷栉梳理而观其

通。自国中言名学者，严复而后，莫之或先也。”⑤ 其时 “北京 《帝国日报》屡征士钊文，士钊则为 《英宪》

各论，皆署秋桐二字与之”⑥。

１９１１年 ５月 ２９日章士钊在 《帝国日报》上以秋桐笔名刊发政党政治论系列，称 “政党政治果适于今日

之中国乎”，行文提及严复译文，称：“美国中央政府之所以弱者，以其不适用政党政治也……故起政府之衰，

惟有施行政党政治，今英伦宪法学之泰斗 （Ｄｉｃｅｙ，严几道作 ‘戴视’）有曰：‘英伦之内阁，以前甚多缺

点，英人旋发明一绝良之法以救治之。其法维何？则以任命阁臣之权，以甚迂曲之法委之于议会是也。’”⑦从

后来政论指向来看，严复亦看过章士钊的政党论。⑧

辛亥革命之后，仍持 “天赋神权论”的严复与所谓中国式的 “拿破仑”之代表性人物袁世凯颇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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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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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严复：《〈民约〉平议》，载王縂主编：《严复集》（二），第 ３３５页。
参见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第 １２８页。
胡适著，洪治纲主编：《胡适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６３页。

⑥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４７５页。
《章士钊全集》（一），上海：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５３８页。
相关论述参见王天根：《辛亥革命前后章士钊的舆论争锋及其调适———兼与严复时评比较》，《新闻知识》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报刊论争与政治修辞：严、章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辩及其媒介意义

并受聘于主张 “开明专制论”袁记政府。从 １９１１年 １２月 ２日严复与袁世凯晤谈提及六点建议，即可见两者
关系密切。① 次年 ９月中旬，袁世凯聘严复为总统府顾问官。严复支持袁世凯，与他一贯主张君主立宪及其关
联的 “君王神圣论”的理念是一致的。但严复又认为，“自专制以至共和皆有其最宜之世，用之而当，而后

真幸福生焉”②。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政体确立，革命者多以 “天赋人权论”之法国革命理论为参照系，一度以社

会契约论为立国的基础。此涉及 “主权在民”及国民党领导下的党国体系架构。１９１２年，被誉为中国的 “华

盛顿”之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而袁世凯则以重建国家的姿态由临时大总统转而成为正式大总统，但袁

世凯搞的仍然是 “开明专制论”的那一套。相比之下，１９１２年 ３月 ２７日严复致熊纯如信称：“以不佞私见言
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乎？”③ 严复以西学为参照并从中国传统

的社会习俗等文化资源层面审视国民党占主体的国会。严复在 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２２ 日北京 《平报》上刊发

《思古谈》，他将爱国与爱祖先等家族传统相联系，强调在家国一体的框架内阐释爱国精神④，有浓厚的思古

情怀。严复谈到国民性，称：“……诸公所以醉心于他族者，约而言之，什八九皆其物质文明已耳……中国之

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数十百年之牵变，必不敌数千载之遗传。使吾民所受于古者而无可言，

则吾国虽有百华盛顿，千拿破仑，万亿卢梭以为之革命巨子，犹将无益于存亡之数。”⑤ 可见坚持 “君王神圣

论”的严复认为西方卢梭等革命巨子因国情不同，其学理 “天赋人权论”无益于中国救亡。针对民国意义上

的国家重建，舆论界对 “国家—政党”的政治架构体系多有探讨，梁启超在 《庸言》上阐发政党内阁制的学

理及其实践。革命党人章士钊则在 《民立报》连篇累牍地刊发政论，强调中国要学习英国的政党内阁制。随

着袁世凯政权之下的政党内阁制的难产，梁启超、章士钊等又倡导毁党及重新造党之论。面对国内政党林立，

内阁动荡，１９１３年 ３月 ６日至 ５月 ４日严复在北京 《平报》上分六次连载 《说党》，无外乎重申 《论国民责

望政府不宜过深》有关论述：“门户所以为声利也，人人死党背公，国利民福之言，徒虚语耳！”⑥ 严复追溯

中国古代政治史，论述 “党非佳物”，称：“君国之主体在一人，民国之主体在亿兆也，经如此规定之后，将

不独党祸可轻，而立法、行政两机关亦不致偏重畸轻，而时相凌犯矣……当十八衹法民之起为革命也，飙起

霆发，举国若狂……乃论者则谓民于代议政体毫无经验，而但C 于卢梭诐淫虚造之辞。”相比之下，“今吾国
寻法故辄于百余年之后，五洲形势大异昔时……顾其造端宏大，则若政党之所为，用是不胜，悄悄之忧，愿

总集旧闻，为说党之言六篇如此”⑦。《平报》系偏向袁世凯政府的重要报刊，其时与严复政论同道兼同乡、

好友的林纾系主笔，而林纾竟然在 《平报》刊文百篇以上。严复有关政党之论述，影响甚广，林纾的政党之

论，基本上就是主张开明专制论的严复言论的翻版，而与严复颇有对话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则提出 “革命军起、

革命党消”的言论。１９１２年严复有关 “君王神圣论”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论述，大多迎合袁世凯执政

所持 “开明专制论”的需要。同时他对西方政治理念及其哲学也有评述，是年夏他在教育部发表演说也涉及

卢梭及其民约论：“所特为诸君举似者，当去西人旧籍中有著名巨谬而必不可从者，如卢梭 《民约》之开宗

明义谓：‘民生平等，而一切自由’是已。”⑧ 即严复反对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对卢梭基于罗马法所推演的

社会契约论也持否定态度。而学理意义上天赋人权论、主权在民论及社会契约论多被资产阶级视作共和民主

的立国基础。主张 “天赋神权论”之严复对此持有部分否定态度，与其一贯坚持的 “开明专制论”的政治理

念有契合之处。

面对民国初建，开明专制论者与民主共和论者就卢梭的社会权力分割学说展开了学理探讨。实际上，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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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縂主编：《严复集》（五），第 １５１３页。
⑥　 严复：《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见 １９１２年 １２月 １１日、１２日北京 《平报》，原稿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载孙应祥、皮后锋编：

《〈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２４、１２７页。
王縂主编：《严复集》（三），第 ６０３页。

⑤⑦　 王縂主编：《严复集》（二），第 ３２３、３２４、３０８页。
严复：《天演进化》（见 １９１３年 ４月 ２０日至 ５月 ２０日北京 《平报》分 １２次连载此文），载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
第 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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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华传播对民国政治权力制衡及宪法制定颇有影响。① 论战引人注目，“西学第一人”严复

首先出场。严复与章士钊皆留学英国数年，其西学根基大抵皆以英国为主。但严复在中国政治道路的抉择

上主张开明专制论。相比之下，辛亥革命之后，秉持 “天赋人权论”之章士钊其思想趋向革命党的前锋。

章士钊筹办 《甲寅》，配合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倒袁世凯之舆论。② 《甲寅》重要论敌即梁启超及其主

笔的 《庸言》上的诸多时评，“凡记者所持论，最欢迎严重之批评，今同业不能饷吾以此，而乃于论文外

捏造黑白诬及记者之寻常细行，且造此者转属与记者称有交谊之人。此究何足为记者病，惟新闻中有此记

载，未免自贬其价值，是亦可惜之事也。又一新闻骂记者论调颇似梁启超，而未能指出相似者何点，然即

似之矣，记者亦未见足以为病，夫谓梁启超永不得尽力于民国，特急进派褊狭之见耳，记者谓此种褊狭之

见不除，民国终不治”。③ 将梁启超归类于 “急进派褊狭之见”，随后矛头指向其时与梁启超思想合拍的严

复。１９１４年 ５月 １０日，筹办于日本东京的 《甲寅》第 １卷第 １号刊载 ＣＷＭ 君来信，称：“记者足下：天
津 《庸言》报载有严君几道 《〈民约〉平议》一首，自时文之铮铮者。惟仆于其为文之旨，颇不满意，为

足下道之，以为何如？”由此讨论严复批判 “天赋人权论”对现实政治之影响，“盖严君此文痛诋自由平

权，至欲铲除净尽，意若民权一灭，中国即号治安者然，此其设心，殊不可解。至其掊击卢梭，支离灭

裂，不学者犹能辨识，西哲持论，恐其未必若此，而吾国之谈新理负重名能希严君者，实如硕果而已，轻

于立言如此，是则仆前此所谓未尝绝望，至是乃不得不愈为踌躇而叹息焉，此仆言下所最痛心者也。”④ 与

“记者足下”通信，显然代表读者的意见。ＣＷＭ认为评价文章的标准为达理、适时，两者兼备，方称不刊
之作。以此衡量，严复 “特以成心偏见为主，而佐以西儒破碎不完之谈，有时设想之奇，邻于怪诞。”⑤

该读者还认为严复与中国革命没有什么关系，辛亥后国民也没有以卢梭理论为旗帜，故严复 “平论”，为无

的放矢。

针对 ＣＷＭ的意见，同期 《甲寅》上章士钊代表 “记者”回应：“有心哉，吾投书者也。然持以攻严先

生，微嫌偏于感情，而不必合乎名理。盖革命党虽剿除净尽，而谓民权自由之思，即与之俱绝，野火所烧，

春风绝莫生之，亦殊未必。故谓严先生此文为无的放矢，严先生必不肯受。”章士钊回应涉及卢梭、赫胥黎对

卢梭的反驳，“昔者卢梭之说，本不张于英，赫胥黎为文以驳卢梭，颇复以戮死尸自疑。愚谓果有死尸戮之亦

无不可，特视戮之之道为何如耳。故吾投书者责严先生以不当戮，愚则仅谓严先生不善戮。本期愚别为一文，

以远质严先生，吾投书者读之，或亦不以为忤也。”⑥ 故 《甲寅》第 １ 卷第 １ 号刊发章士钊的 《读严几道

〈《民约》平议〉》。从逻辑到内容，再到现实政治，章士钊针对严复之 《〈民约〉平议》充满学理解构的

色彩。

总之，《庸言》作为梁启超主办的政论刊物，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读者主要为知识精英阶层；《甲

寅》由章士钊在日本创办，以革命党人为核心读者群，具有强烈的反袁立场。两刊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读者构

成，直接影响了论争的议题设置和表达方式。

二、严复的文本建构——— 《〈民约〉平议》的政治意图与修辞策略

面对辛亥革命中革命党的抛头颅、洒热血及其得到法国大革命的学理支撑，１９１３年 ９月 ２５日，严复致熊

纯如信中有明确表示。⑦ 这表明其写作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为袁世凯政府提供学理支撑。

严复对卢梭民约论的评定，可谓 “意义先行”。比照卢梭所著 《社会契约论》称其主题：人生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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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第一人”严复缘于宪法方面知识背景而受袁世凯政府高度重视，１９１４年 ３月 ９日，约法会议成立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共有
委员 １５人，严复名列其中。３月 １８日，约法会议修改 《临时约法》。２０ 日，袁世凯提交增修约法大纲案于约法会议。是月 ３１ 日，
包括严复在内的约法会议向袁世凯报告 “原大纲审查”情况。５月 １日，约法会议公布 《中华民国约法》，此意味着袁世凯大权独

揽。反对声音中尤以 ５月 １０日 《甲寅》第 １卷第 １号章士钊署名 “秋桐”的商兑文章为代表。

黄兴：《复章士钊书》（１９１３年 １０月 ９日），载 《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 ３４８页。
《可惜》，载 《章士钊全集》（二），第 ４４４页。

⑤⑥　 《章士钊全集》（三），第 ８３ ８４、８４、８２页。
严复：《与熊纯如书》，载王縂主编：《严复集》（三），第 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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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处处背负锁链……为什么如此？是什么使它成为合理？相信可以回答。这一思想一度成为政治名言。总体

而言，社会秩序是神圣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① 就原本与转译关系而言，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翻译到

中国，政治学界也有个解读与学习的过程。“转译”过程中严复所谓学习者 “喋血捐生”，多指革命党人。考

镜文本、语境及其转译，严复点评卢梭的民约论有其 “开明专制论”的题旨情景，其生产的文本当然要围绕

袁世凯掌权的正当性而抨击卢梭思想的近代意义而展开。

比照严复写作动机与政治背景关联，严复文本策略也有其展示路径：

严复通过对赫胥黎著作的选择性引用，建构了批判卢梭的理论框架。他将赫胥黎 《论人类自然不平等》

中的观点转述为卢梭的 “民约大经大法”，给读者造成直接翻译卢梭原著的印象。这种策略性编码服务于其

政治立场。文中转译 “媒语不明”涉及政治修辞，更关联卢梭民约论的文本及叙事的近代探讨。“君王神圣

论”之意义先行与严复评判卢梭民约论的文本建构并比较古今中西相关。严复辨析卢梭之天赋人权的思想渊

源有其要略。首先是从生命发展历程出发，严复认为卢梭天赋人权论源于 “明自然”。“明自然”大体持 “人

之初，性本善”论，中西比照，“中国老庄明自然，而卢梭亦明自然。明自然，故皆尚道德而恶礼刑”②。严

复认为卢梭之 “明自然”“天赋人权论”，秉承希腊、罗马哲学家的思想历程，并非卢梭独创，因为希腊、罗

马早已有 “以为民生而有困穷苦痛者，礼刑实为之祸首罪魁焉”③。严复不但将卢梭思想与欧洲古典哲学联

系，也将卢梭思想置于英法比较及影响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卢梭之民约思想与英国郝伯思 （Ｈｏｂｂｅｓ）、洛克
（Ｊ Ｌｏｃｋｅ）密不可分。正如严复所称，“卢梭之为 《民约论》也，其全书宗旨，实本于英之洛克，而取材于郝

伯思。洛克于英人逐主之秋，著 《民政论》，郝氏著 《来比阿丹》，二者皆西籍言治之先河也。”④ 严复认为英

国郝伯思之说本于 “性恶论”，“以其性之恶，恒必出于竞争，其末流或至于相食，各具求存之性，乃相约而

求君”。⑤ 即基于人性本恶，为了避免无序的竞争给人类带来的恶果，郝氏 “民约论”为绝对主义

（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ｍ）。
严复从三个层面批判卢梭：其一，从生命自然形成史出发探讨社会契约论。严复评判英国洛克的民约论

系基于 “性善论”的说法。洛克学说为限制主义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严复评价洛克所谓 “治权者，所以安其

身，保其有而后有事者也。民屈自由焉，以为治权之代价。顾其奉此代价也，势必出于至慎，知其不可不奉

者而后奉之”⑥。从生命自然形成史来看，“政府非佳物也，用事之权，必有所限制”⑦。卢梭学说重情感史而

略社会史，“卢梭之说，其所以误人者，以其动于感情，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⑧。严复认为

卢梭的民约论属脱离社会实际的 “思想”，而非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体看来，严复称民约之义，

“创于郝而和于洛，卢梭特发挥昌大之而已”⑨，也即 “其名虽本于郝，而义则主于洛者为多云”⑩。为了让读

者明白卢梭学说纲要，严复征引并加分析，称：“民约之大经大法具如此，以其所系之重，不佞既谨而译之，

于其义不敢有毫厘之增损。”瑏瑡 严复之叙述易让人误读为该译文渊源于卢梭原作 《社会契约论》。实际上，严

复法语水平可能有限，他是转引自赫胥黎 （Ｈｕｘｌｅｙ）的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ｎ。此为后来革命党批判
严复埋下伏笔。

由 “自然之理”而明 “社会之道”，才能清晰展示社会契约论的近代意义。为了解读严复在生产文本中

如何围绕抨击卢梭民约论在西方社会思想中意义，有必要清理严复的编码路径及话语选择。严复是有思想的

翻译家，他的思想大致是通过 “意译”及 “按语”来表述的。因此，有必要将严复的话语与西学原著比照。

严复意译卢梭民约大纲如下：“今试举卢梭民约之大经大法而列之：（甲）民生而自由者也，于其群为平等而

皆善，处于自然，则常如此。是故自由平等而乐善者，其天赋之权利也。（乙）天赋之权利皆同，无一焉有侵

夺其余之权利。是故公养之物，莫之能私。如土地及凡土地之所出者，非人类所同认公许者不得据之为己有

也；产业者皆篡而得之者也。（丙）群之权利，以公约为之基；战胜之权利，非权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

７９１

①

②

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第 ３ ４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瑏瑡　 王縂主编：《严复集》（二），第 ３３４、３３４、２４１、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５、３４０、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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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得以力而夺之。”① 实际上，此内容的归纳另有深意，严复是为了意义而编码，从而通过译著生产他想要的

文本。更为重要的是，严复关于卢梭民约论之述评，大抵上参照赫胥黎的英文原著片段：Ｗｅ ａｒｅ ｎｏｗ ｉｎ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ｒｅ （译文：我们现在处
在一个位置，得考虑卢梭信条的主要原则了）。

具体如下：１ 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ｒｅ ｂｏｒｎ ｆｒｅｅ牞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ｑｕａｌ牞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ｍａｉｎ ｓｏ牷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ｒｅｅ牞 ｅｑｕａｌ牞 ａｎｄ 牗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牞 ｔｈｅｉｒ ｄｕｔｙ ｔｏ 牘 ｇｏｏｄ ② ［人皆生而自由，政治上平等且性
本善，这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天赋人权以自由、平等以及 （在理论预设上，他们有责任）性善］。２ Ａｌｌ
ｍｅｎ ｂｅｉｎｇ ｅｑｕａｌ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牞 ｎｏｎｅ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ｎｃｒｏａｃｈ ｏ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ｓ ｅｑ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Ｈｅｎｃｅ ｎｏ ｍａｎ ｃ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ｎ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ｓａｙ牞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ｒ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牞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ｓ ｕｓｕｒｐａｔｉｏｎ牞 ｏｒ ｉｎ
ｐｌａｉｎ ｔｅｒｍｓ牞 ｒｏｂｂｅｒｙ ③ （自然权利赋予人人平等，人人都无权侵犯他人平等权。也即强占土地或土地上产品而
没有得到其他人的一致认可，故无人剥夺用以维系生存的基本权利。在任何其他条件下攫取财产，说白了，

系财产抢劫）。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牞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牞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牷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ｉｓ ｎｏ ｒｉｇｈｔ牞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ｍａｙ ｒｉｇｈｔｌｙ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ｗａｙ ｂｙ ｆｏｒｃｅ ④ （政治权利基于契约，所谓由征服
而来的权利不能称之为权利，用暴力攫取来的财产可能恰好被暴力掠去）。

两相对比，严复意译之用意及其矛头指向 “天赋人权论”，一目了然。严复批判卢梭民约论及其关联的

“天赋人权论”，分以下层次：

其一，从生命自然史出发，严复批判卢梭的 “天赋人权论”，特别是 “民生自由，其于群为平等”。严复

征引赫胥黎说法反驳卢梭，称从人由幼儿至青年再由青年至老年的生命历程来看，个体生命史皆不符合卢梭

的说法，“吾为医，所见新生之孩为不少矣，累然块肉，非有保赤之勤，为之时其寒饥，历十二时，寡不死

者。是呱呱者，尚安得自由之能力乎？其于社会，尤无平等之可言。言其平等，无异九九家言—切无皆平等

耳。脑浆至气，不结意影。不结意影，而指为善不善之主体，卢梭殆谑耳。”⑤ 在严复看来，人的天赋往往导

致人的资质及禀赋有异。这种现象伴随着人的成长历程尤显，“稍长之儿，其不平等，尤共见也。若强弱，若

灵蠢，若贤不肖，往往大殊，莫或掩也”⑥。是故 “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

也。”⑦ 严复认为：“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⑧

“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⑨，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其二，从社会发展史出发，严复批判卢梭的产业论。卢梭的产业论建构在 “天赋自由平等”的基础上，

更有问题。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中有专门章节论述财产权，称：“集体的每个成员，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

间，便把当时实际情况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财富也构成其中的一部

分———献给了集体。”瑏瑠 产权的界定涉及个人与集体、集体与国家、国与国的关系。就国家对它的成员而言，

“国家由于有构成国家中的一切权利的基础的社会契约，便成为他们全部财富的主人；但就国家对其他国家而

言，而国家只是由于它从个人那里所得来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才成为财富主人的”瑏瑡。问题是这关系财富及

权利的让渡。严复再次重申 “天赋自由平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卢梭反对产业私有亦是荒谬的，因为

“盖土地出产者，皆有限者也，无论科学如何进步，农矿之事，无限神奇，而天之所畀，只有此数”瑏瑢。故人

类要避免 “竞争之厄运”是不可能的，“社会最后之事，固必出于竞争。而竞争矣，则返本复原，又必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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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瑏瑠

⑤⑥⑦⑧⑨瑏瑢　 王縂主编：《严复集》（二），第 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６、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８页。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牞 ｖ ｐ ９８牞 ｐ ９９牷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ｈ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ａ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ｕｓｓａｙ Ｐａｔｈａｙ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牞 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牞 ｐａｓｓｉｍ牷 ｓｅ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牞 １８２６牞 ｐ ２６８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牞 ｐ ２５７牞 ｐｐ ２５８－２７６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牞 ｐ ２５６牞 ｐ ２８０牷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牞 ｃｈａｐ ｉｉｉ牷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牞 ｐ ２７８

瑏瑡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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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断”①。

其三，从战争或和平的道义论出发，严复批判卢梭 “战胜之权利非道义”之思想。卢梭试图消弭社会矛

盾乃至暴力冲突，反对战争的残酷性，严复认为卢梭之论为非。战争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今不必言三代汤

武，以征诛开国为顺天应人之事。即取近且小者而譬之，假有商舶，忽逢海盗，舶中有备，因而禽盗，并取

其船。如卢梭言，将谓彼收此船者，乃以力而不以约，所以为不应得之权利也耶？”② 严复认为战争或有伦理

评判之标准，或有 “交易”之契约性质，“两战国之兵事，方其讲解术穷，不得已而出于战。胜者占城据港，

要之以为息战之偿。夫和约亦约也，犹交易然……盖两国之宣战也，无异讼者之两造，质诸兵神，使为之理。

理之成谳，则讼者不容以不遵，其权利遂为胜家所永享，约固在也，力实成之”③。即弱国无外交，外交条约

以军事实力为支撑。

就生命自然史层面而言，严复以医学知识反驳 “人生而自由平等”，强调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就社会

发展史层面而言，批判卢梭的产业论，认为私有财产是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就战争道义论层面而言，以

“汤武革命”为例，论证征服权利的正当性。以上论述，大致可见严复批卢梭之 “天赋人权”论纲及旨趣，

但鲜有提及卢梭学理架构基于罗马法的诸多政治实践。这些论点均服务于开明专制论的政治立场，体现了保

守主义的政治修辞特征。严复著 《〈民约〉平议》在梁启超主持的 《庸言》发表即若巨石击水，学界征引颇

多，该文后转载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 《东方杂志》，一时间颇有影响。

三、章士钊的逻辑解构——— 《读严几道 〈《民约》平议〉》的反驳策略与革命话语

辛亥革命成功后，建立中华民国涉及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当然涉及权力分配及其运行的学理支撑。

这当中包括社会契约论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严复针对革命党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社会契约论关联的政

治革命的学理探讨，引发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应，其中包括从英伦归来的革命党办报高手章士钊。为了鼓吹革

命及坚持所谓公正的学理研判，章士钊创办 《甲寅》系列，从周刊到月刊等。作为主笔的章士钊在 《甲寅》

上刊文反驳严译之卢梭民约论，涉及多个逻辑层次。章士钊政论的结构及其铺陈，侧重解构严复为袁政府

“法度”辩护的意图。

（一）反驳的政治动机

章士钊的驳论呈现了思想的突破口及其复杂性。从学术与政治的媒介间性来看，一方面英伦式的调和主

义、逻辑学背景对其论战风格颇有影响；另一方面，革命派内部偏向中立的政治立场、利用 《甲寅》的所谓

客观理性的定位与在论战中平衡舆论趋向，展示学习英国办报的策略。从载体到内容再到立场，这充分展现

章士钊利用反驳严复有关卢梭社会契约论观点，建构其 “法度”观及在媒体上的策略及方法。章士钊在 《甲

寅》创刊号上刊发反驳文章，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正如 《〈甲寅〉杂志社启事》所言：“癸丑战役既毕，袁

氏尽其力所能及，钳制国人，使之嗓伏。秋桐先生旅居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 《甲寅》杂志，援证事理，

力辟奸邪。”

（二）逻辑批判的策略

章士钊与严复评判卢梭民约论判然有别，在学术与社会关系上呈现两个路向。严复支持开明专制论，系

君王神圣论，本质同天赋神权。章士钊基本支持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天赋神权与天赋人权，共性是天赋，系

强调人的自然性。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坚持社会契约论。在章士钊看来，中国有

“道丧之忧”，涉及现实政治，卢梭的民约论不宜全面批判。

章士钊批严复的 《〈民约〉平议》之拼凑赫胥黎言论并深挖语义，“凡两造所立之契，无势无意，皆

称为约。赫胥黎者，即其一人也。其言曰：民约之理想，虽近于谑，然社会之结构，无论其为何式，而分

子之间，或隐或见，实有一种契约存焉，则又事实之不可掩者也。”章士钊特注解赫胥黎之言论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文中，赫氏文集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此为伏笔。“盖社会全以武力维持者，既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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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王縂主编：《严复集》（二），第 ３３９、３３９ ３４０、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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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亦不可能……是故专制政府，大都不过综贩奴者与路劫者之行事而集其成，然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终

含有一种有意识之盟约。自专制以往，政府之式，递进于良，其为有约，更不俟论。夫约者非他，乃两造

各就一定之条件，而制限其自由也……质而言之，若而宪法，若而律令，若而风俗，其所以明言默认，某

事可为，某事不可为者，无往非成文或不成文之约也。”① 章士钊认为，“约既有此广义，人遂以为卢梭所

言，即属如是。”比照严复之 《〈民约〉平议》，“严先生今以产业见夺于人，吾无力与之相抗，因俯首帖

耳从其条件，疑即卢梭之所谓约。反词以诘之，冀崇拜民约者无敢置对，词穷而去，是殆先熟赫胥黎之论

于胸，偶不加察，遂有此蔽也乎？愚今请得更诵卢梭之言曰，约以意不以力，‘屈于力者乃势之事，非意

之事也’。必明乎此，而后可与言卢梭。”② 章士钊指出，严复立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恰好证明卢梭民约论的

合理性。

章士钊运用逻辑学知识，从四个方面解构严复的文本：

１ 学理来源质疑：指出严复所谓 “民约大经大法”实为赫胥黎观点，而非卢梭原著。章士钊批评严复所

论卢梭民约论的学理来源及其逻辑。章士钊称：“严先生之平议，全出于赫胥黎 《人类自然等差》一文”③，

章士钊作注解，“Ｈｕｘｌｅｙ，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ｎ 见赫氏文集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④ 章士钊认为，严
复所列 “民约大经大法”三则，即 “赫氏所举，其比论郝伯思、洛克两家，与夫诠释自由平等诸义，并皆本

之。”⑤ 由此，章士钊认为严复之论源于赫胥黎，有掠人之美处。

比照严复称 “不佞既谨而译之”⑥，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他译自卢梭专著，而非赫胥黎之作。章士钊

毫不留情地指出严复 “自造”，有苛责之意。但章士钊指出从学理到内容，严复 “民约大经大法”本于赫

胥黎，此系确实。此有旁证。１９０９年 ３月 ８ 日，严复日记载：“读赫胥黎 《论政府范围》一篇……复读赫

胥黎论卢梭平等自由之说。”９ 日， “读赫胥 （黎） 《论平等自由》”。１０ 日， “读赫胥黎 《论》第一卷

完”⑦。缘于严复所著 《民约平议》本于赫胥黎之论著，章士钊将赫胥黎学说与严复之论，视为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章士钊区别赫胥黎之论与斯宾塞学说，申明 “严先生作为平议，体亦大矣。乃皆外而不求，略

而不论，独取一生物学者之赫胥黎，先入以为之主，即其平日所最崇信烂习之斯宾塞，徒以为说与赫氏不

同，至此亦不欲引以自广，惟以 ‘治群学者深知其说之不然’一语浑括之焉。愚诚顽钝，乃不得不叩严先

生之门而请说矣。”⑧ 章士钊通篇之论，实指：严复一反在其译著 《天演论》中论述进化与伦理关系时，

称誉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而贬低赫胥黎的伦理评判的做法，《〈民约〉平议》高扬赫胥黎学说，而弃斯宾

塞学说的合理成分于不顾。

２ 概念混淆批判：区分人性善恶论与民约论，指出严复将二者混为一谈。针对严复在 《庸言》上批判卢

梭的天赋人权论，《甲寅》主编兼主笔章士钊提出卢梭所谓人性善恶论与民约论，系两码事，即：“盖言性为

一事，言民约又为一事，未可混也”⑨。比照严复征引赫胥黎所谓 “人之初”无所谓 “天赋自由平等”之论，

即 “攻卢梭者，以为初民无此境焉。是非暂不论，而要不得谓无的放矢”⑩，实际上，“人类自由平等而皆善，

因相与为约，造为一理想之社会焉，此攻之者闭门而造之，卢梭未为是言也”瑏瑡。章士钊征引卢梭对人类早期

境况的论述，称：“自然之境，人求自存，久之而接触日多，随处而见障碍，且障碍之为力，足以直袭其求存

之性，使之处于自然，无计自保，苟非别求生存之法，则人类将无孑遗，初民确至此一境而见其然焉，此吾

敢断言者也。”可见，章士钊认为，卢梭并没有将人类早期社会描绘成 “至善”之境，系严复强加卢梭 “至

善”之境，建构 《〈民约〉平议》文本，有意识的编码，从而武断地评价卢梭之民约论，“径由此善境而生，

初未经争存互杀之一级，宜乎不知卢梭之所谓约，约于何世也”。此可谓 “成见之所封，不暇深求其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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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⑥

⑦

②⑧⑨⑩瑏瑡　 章士钊：《读严几道 〈《民约》平议〉》，载 《章士钊全集》（三），第 ２３ ２４、２４、２０、２１ ２２、２２、２２页。
《章士钊全集》（三），第 ２０页。说明：本脚注的引文，《章士钊全集》作了大删改。此与 《章士钊文选》《甲寅》比照，即可见。

⑤　 《章士钊全集》（三），第 ２０、２０页。
王縂主编：《严复集》（二），第 ３３５页。
严复：《宣统元年己酉 （１９０９年）日记》，载王縂主编：《严复集》（五），第 １４９０页。



报刊论争与政治修辞：严、章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辩及其媒介意义

以道听途说自满假也”①，由此，“严先生博通西籍，其亦偶为道听途说所蔽也耶？”②

３ 逻辑谬误指陈：运用 “媒语不明”概念，批判严复对 “天赋”概念的误用。章士钊从逻辑上解构严复

文本中的核心概念 “天赋”。章士钊指出，赫胥黎将卢梭的 “天生之生”与 “生育之生”并为一谈，以欺庸

众，在逻辑法则上谓之 “媒语不明”，因为 “三段论法，当作：（１）人生而自由；（２）婴儿生；（３）故婴儿
自由。此得结语不通，故赫胥黎以证卢说之谬。然须知 ‘生’字凡两见，谓之媒语，必意义相准，而后结语

不误。今两 ‘生’字形同而义异，名为一字，实则两字。两字安能作媒语，故曰媒语不明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ｅｒｍ ），亦曰四词之误 （Ｆａｌｌａｃ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ｅｒｍｓ）。以论法只取三词，而今四词故也。”③ 故卢梭曰 “人生

而自由者也”，“此特以示自由之性，出于天生，不出人造已耳，犹心学家之言良知，言直觉，言夙慧，于生

育之事无与也。”④ 相比之下，“赫氏拘墟于科学之律特甚此也”⑤。章士钊认为，“严先生既宗赫胥黎，以天

赋人权为非”⑥。赫胥黎与斯宾塞关于 “天赋人权论”之学说可谓对立，严复之论 “既宗赫胥黎，以天赋人权

为非，于是有不得不然之断语曰：‘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是也。’则请问严先

生曰，既云 ‘所据’，必有所据，自由平等，非天赋矣。今之法律据以为施者，胡自而来？持论至此，惟有引

英儒边沁之语以相答曰：‘一切权利，皆政府所造者也。’”⑦章士钊从逻辑学层面指陈谬误，“此种论法，得

非丐词之尤者乎？”章士钊作注解以明了 “丐词”，称：“此依严译，拉体诺文作 Ｐｅｔｉｔｉｏ Ｐｒｉｅｃｉｐｉｌｉ，英文为
ｔｏ ｂｅ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凡一物尚待证明，而即囫囵用以为证，旋求证彼，复以所证之物证之，谓之丐词。”⑧

在章士钊看来，“斯宾塞拥护天赋人权最力者也，尝排边 （沁）说而有言曰：‘造有二义：一从无生有，

一即原有之物而营构之，或谓即以天主万能之力，欲于无物之中生物，恐亦未能，至人为之政府，而谓其

力足以胜此，尤决无是事。无已，所谓造者，亦惟曰即前有之物，政府从而范之而已，于斯问题起矣。前

有之物，政府即而范之者，果何物耶？明明有物，安得曰造？是之曰造，纯乎丐词，此可以欺不求甚解者

流，不足为通人言也。曩者边沁于立言作界，极其慎重，尝著一书指陈逻辑诸谬 （Ｂｏｏｋ ｏｆ Ｆａｌｌａｃｉｅｓ），而于用
字之妄，尤有专篇，而其妄也，至此乃躬自蹈之，奇矣。’ （见 Ｔｈｅ Ｍａ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八九页）”⑨。Ｔｈｅ
Ｍａ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系斯宾塞著作。比照严复以赫胥黎所论判断是非，章士钊则
以斯宾塞的逻辑为准绳。

因 “媒语”“丐词”涉及 “天赋”及文本逻辑的严复建构与章士钊解构，我们再查勘章士钊论述涉及斯

宾塞原著 Ｔｈｅ Ｍａ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相关直译：“无论从何视角，边沁的命题不可思议。他说政府通过 ‘创造权

利’来运作行政。‘创造’赋能有二：或为 ‘无中生有的结果或业已存在的事物形态’，并非多数人认为 ‘无

中生有’之设想，系万能的上帝塑造的结果；或许无人断言 ‘无中生有’系世俗政府的权限所及。两者择

一，‘创造’概念仅取法于业已存在的事物。这引发另一问题：政府取法 ‘业已存在的事物’究竟是什么？

‘创造’语意显然避实就虚。粗心的读者或因错觉而放过。边沁刻意于表达准确性，所著 《关于谬误语汇的

论著》有专门涉及 ‘错置的词汇’，反讽的是他本人竟炮制表达错误的概念，从而导致只错置语汇才有的谬

误”（笔者译文）瑏瑠。两相比较，章士钊概括大体准确。章士钊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称 “严君慎于作

界，又特致谨于丐词，可称吾国之边沁 （可阅严译穆勒 《名学》卷首），而乃适同一病，得毋文字中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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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瑏瑠

②④⑤⑥⑦⑧⑨　 章士钊：《读严几道 〈《民约》平议〉》，载 《章士钊全集》（三），第 ２２ ２３、２３、２５、２５、２７、２７、２７、２７页。
章士钊：《读严几道 〈《民约》平议〉》，载李妙根编选：《为政尚异论———章士钊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１２５
页 “注解”。文选标点多不当，此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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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ｉｓ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ｗｈ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ｅｖｅｎ ｂｙ ｏｍｎｉｐｏｔｅｎｃｅ牷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ｎｏｎｅ ｗｉｌｌ ａｓｓｅｒ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ｈｕｍ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ｈｕｍ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ａｐｅ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ｓｅ牞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ｒｉｓｅｓ—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ｓｈａｐｅｄ牽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ｇｓ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ｐａｓｓｅｓ ｏｆｆ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ｗａｒｙ ｒｅａｄｅｒ Ｂｅｎｔｈａｍ ｗａｓ ａ
ｓｔｉｃｋｌ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牞 ａｎｄ ｉｎ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ｏｆ Ｆａｌｌａｃｉｅｓ ｈａｓ ａ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ｎ Ｉｍｐｏｓｔｏｒ—ｔｅｒｍｓ  Ｉｔ ｉｓ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ｆｕｒｎｉｓｈｅｄ
ｓｏ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ｖｅｒｔｅ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ｎ ｉｍｐｏｓｔｏｒｔｅｒｍ ｍａ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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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乎？”① 比照严复反驳卢梭学说 “天赋人权论”，指出学说须 “见诸事实”，“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

见者为之本基。”② 即学说研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再运用逻辑分析法，“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

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之 ａ′ｐｒｉｏｒｉ）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
其终事，往往生害。”③ 何为 “ａ′ｐｒｉｏｒｉ”？严复在 《穆勒名学》按语中称：“今夫理不本于实测而本诸人心

所意以为者，名曰心成之说。（一说以概余论者，皆名此种。）”④ 心成之说 （阿菩黎呵黎）ａ′ｐｒｉｏｒｉ，按系
拉丁语，意谓自因推果⑤。严复认为史实归纳不得使用 “假如”等推测意思的词汇。严复称：“言治不由历史

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⑥

４ 理论前后矛盾：指出严复在 《天演论》中推崇斯宾塞，而在 《〈民约〉平议》中却高扬赫胥黎。从

学理建构的逻辑来看，严复在译著 《天演论》中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反驳赫胥黎所谓伦理思想对社会进化

的制衡作用，而在 《〈民约〉平议》中却又高扬赫胥黎伦理思想，以反驳卢梭 “天赋人权论”。同时，置

斯宾塞对天赋人权论、民约论的看法于一边。章士钊称：“斯宾塞群学宗匠，旷代老儒，不得谓彼于史学

无所知也。”⑦ 章士钊征引斯宾塞著作 Ｔｈｅ Ｍａ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中 “伟大的政治迷信”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ｎ），云：“斯氏之言如此。此而护持天赋人权之说，人尽以他语攻之，究不得讥其缺于内籀归纳之
功矣。”⑧ “惟于此有当注意者，斯宾塞用其天赋人权之说，以主张放任。而德意志学者用之，颇偏于国家干

涉之为。”⑨ “愚虽引斯氏以张人权，而于其过于放任之处，究不敢附和”⑩。章士钊主张 “吾人治国，首当以

国家绝对之权，整齐社会风习之事”瑏瑡。这里，《甲寅》主笔章士钊推崇懂史实的斯宾塞，而与严复相反。

（三）革命话语的建构

围绕 “天赋人权”层面，章士钊评判并解构严译之卢梭民约论的文本。章士钊通过重新阐释卢梭思想，

建构革命合法性：

严复以 “汤武革命”说明战争是 “顺天应人之事”。章士钊针锋相对：“不知汤武之革命，可曰光复，而

不可曰征服。征服者以力服人之谓，非所论于汤武也。严先生此言，又蹈 ‘逸果伦楷’之弊矣。”瑏瑢 章士钊以

洛克思想评判卢梭的 “征服论”“光复论”的异同。在他看来，“征服论”是对民约论的践踏。“光复论”则

相反，“欲明汤武征诛，在民约说之位置何似，首宜质之英儒洛克”。“盖洛克理想中，有一自然之境，纯浸

于自由平等之中。然解释自然法而施行之，其事绝难，且断不尽如人意，民乃相与为约，割其天赋之权若干，

属之首长，其未割者，即借首长之力以保持之。兹约也，首长与焉，其不得有违，与平民等。如或所托人权，

未之能保，则前约当然消失，而人民有权立复其原有之自由，重创政府。此洛克之大旨也。”由此而论，“汤

武征诛，乃正桀纣违反民约蹂躏人权之罪，而回 （恢）复人民之自由，以创造新政府也……此与卢梭之所谓

征服，相去千里也”瑏瑣，章士钊认为严复 “没收盗物，而以征服为例，未免不伦。”由此而论，“此其误与前段

所举无异，推之国际，理亦相通”瑏瑤。

通过文本溯源，章士钊指出：“读者当忆赫胥黎所举丙款共两节，一曰，征服者之权利，非权利也。二

曰，凡物之以力而有者，义得以力而夺之”。“严先生驳其一而遗其二”瑏瑥，实有意为之。故章士钊指出 “光复

旧物，正指此也”瑏瑦。在剖析战争与道义之关系后，章士钊认为：就社会现实而言，中华民国基于 “天赋人权

论”的合法性正在此，“夫所谓 ‘以力而有’，原含两义。一积极而有之，篡窃侵掠之类是也。一消极而有

之，凡非以约而有，或先有约而后背弃之皆是也。由是桀纣显违民意……是与以力而有者，同在一例。由是

汤有诸侯三千，资以黜夏，武有诸侯八百，资以胜殷，正所谓 ‘义得以力而夺之’”。“光复”正涉此意。

最后，章士钊指出严复治学路径上的西学参照前后抵牾：严复在译著 《天演论》中征引斯宾塞社会进化

２０２

①

②

④

⑥

⑦⑧⑨⑩瑏瑡瑏瑢瑏瑣瑏瑤瑏瑥瑏瑦　 章士钊：《读严几道 〈《民约》平议〉》，载 《章士钊全集》（三），第 ２７、２８、３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３、３３ ３４、
３４、３４、３４页。

③　 王縂主编：《严复集》（二），第 ３３７页。

⑤　 林载爵主编：《穆勒名学》，严复译，中国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１９９８年，第 ２４７ ２４８、２４８页；又参见穆勒：《穆勒名
学》，严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第 １７２、１７２页。两书可互参酌。
严复：《政治讲义》，载王縂主编：《严复集》（五），第 １２４３页。



报刊论争与政治修辞：严、章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辩及其媒介意义

论批判赫胥黎社会伦理制衡论。他在 《〈民约〉平议》中又用赫胥黎思想评判卢梭，而置斯宾塞理论于不顾，

甚至用赫胥黎理论反对斯宾塞。实际上，主张开明专制论及其关联的天赋神权论之严复本人也讲过：“他日中

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① 严复晚年批卢梭也

多与他重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及理念相联系。

总体看来，章士钊将 “汤武革命”解释为 “光复”而非 “征服”；强调社会契约的自愿性，反对暴力强

制；论证民国建立的正当性基于人民意志。这些论辩大体上见章士钊意气用事之处，尤其涉及对严复学风乃

至人品的评价。

四、媒介场域与政治修辞———报刊平台如何形塑论争性质

章士钊与严复论争展示报刊平台的差异化功能。《庸言》作为改良派阵地，为严复提供了权威发声平台。

该刊强调学理探讨，淡化政治色彩，使严复的论点显得更加客观中立。《甲寅》作为革命派喉舌，突出论战

性和批判性，强化了章士钊反驳的尖锐程度。

首先，《庸言》《平报》以及后来者 《甲寅》等报刊传播契约论、进化论思潮，发挥学理探讨、舆论塑造

的社会功能，关联具体文本和社会语境分析，更涉及两者互动与国家重构关系的探讨，呈现近代社会变革的

法度。严复、章士钊关联的报刊各自的民间或半民间、改良或革命派相勾连的时代语境、读者定位、编辑方

针、栏目设置等，诸如此类，显然影响严复、章士钊关于卢梭民约论的文本辑录及其呈现方式、传播范围和

论争效果。近代报刊作为 “近代新媒体”，其特性涉及时效性、公共性、论战性、政治合法性风险等，“媒语

不明”及其逻辑界定的追求，以及涉及现实政治的正当性的尺度等，具体地形塑了这场论争的厚度与广度。

而 《甲寅》的主编章士钊的海外背景及其学习西方的逻辑体以及柳宗元写文章的风格，显然深度影响革命言

论尺度及其针对开明专制论而来反击的力度。

其次，从社会变革与思潮互动关系中嵌入 《庸言》《甲寅》等重要政论报刊分析，并将对严、章文本指

向及喻意的具体分析置于特定报刊的政论的语境之中，有助于厘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媒介间性，展

示媒介在呈现近代社会变革法度中的政治修辞学特征。诸如分析严复在袁系色彩浓厚的 《平报》《庸言》上

发表文章，与章士钊在革命派喉舌 《甲寅》上发表驳论，其言论空间、表达策略、预期读者有何不同？这些

差异如何反映了学术论争背后的政治角力？由此探讨媒体机制，从整体性、学理性层面引用 《甲寅》上的读

者来信 ＣＷＭ出发，分析报刊的传播网络、读者反馈、论战如何被其他报刊转载或评论等，可见 “媒体间性”

的实际运作。

章士钊与严复有关征服论及道义论之阐释分殊，涉及革命或光复的自然权力之法度。这场论争有其深远

历史影响。这场论争首次典范地展示了媒介在中国近代舆论动员中的政治修辞功能，涉及学术论争与政治实

践深度融合；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参与国家重建的话语竞争；报刊成为政治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场域。而 《庸

言》《甲寅》等报刊作为讨论契约论的重要论坛，不仅传播了思想，更形塑了这场关乎社会变革之 “法度”

的论争方式、范围和影响力，体现了近代转型期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在媒体场域中的深度纠缠。严、章论争

的核心分歧点涉及改良合法性或革命合法性，由此折射革命或光复两种 “法度”观；主流的政论报刊作为

“媒体间性”场域，在传播、形塑、放大这场论争中扮演的具体角色 （如提供平台、设定议程、影响解读、

折射政治）。

最后，这场媒体上的学理论争对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路径选择 “法度”及其关联的 “天赋神权论”或

“天赋人权论”尤有价值。

《庸言》《甲寅》等重要政论报刊参与的论争呈现近代政治修辞的媒介特征。就时效性影响而言，报刊的

定期出版特性使论争具有连续性和紧迫感；就公共性张力而言，公开论辩既扩大了影响，也限制了表达的深

度；就读者反馈机制而言，ＣＷＭ读者来信等互动形式增强了论争的参与性。简言之，与 《民报》 《新民丛

３０２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四十八），载王縂主编：《严复集》（三），第 ６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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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围绕胡汉民、汪精卫、章太炎等与梁启超等围绕三民主义论战展示的初步的政治宣传相比，探究严复与

章士钊论争能 “可见近代社会变革尺度与法度”，以及报刊在其中具体起到了何种关键性的 “粘连”作用，

首次较为典范地展示了媒介在中国近代舆论动员中的政治修辞学旨趣。

五、结论：媒介、修辞与政治合法性建构

严复与章士钊的论争超越了单纯的学术分歧，成为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媒介不仅

提供了论争平台，更通过其特有的传播机制形塑了政治修辞的表达方式和论争效果。这一案例揭示了近代中

国政治话语建构的复杂机制：知识分子借助西学资源，在报刊平台上展开政治修辞竞争，争夺国家重建的话

语权。这种媒介化的政治修辞模式，为民国时期的政治论争提供了重要范式，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

型的深层逻辑。通过这一具体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媒介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政治修辞如何通过媒体场域参与合法性建构的复杂过程。

就学理溯源而言，社会契约论的知识发生学可追溯到古罗马法及其在欧洲启蒙时代新意涵，而对近代中

国而言，由法、英两国传播而来，这关联跨文化传播及其叙事。严复在近代刊物上发表有关契约论的讨论，

属于时政评论的笔调，主要是试图客观呈现社会契约论的知识内容，同时写作架构上强调内容与叙事的区别；

章士钊进行批判性反思，关联社会契约论的内容的建构及其叙事本身的重叠，强调文本的建构性及其背后赋

予的革命权力的指向性。梁启超主持的 《庸言》杂志是试图展示严复所论社会契约论在知识内容上的客观

性，而章士钊的杂志 《甲寅》强调文本的建构性。前者与后者面对的都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皆将卢梭的

“公意”置换成 “民意”，从而有个分析的抓手。相关内容涉及权力与舆论动员。只是舆论动员背后资产阶级

内部有对辛亥革命相关学理及其后果的学理性分析。前者为实证主义，后者为建构主义。前者强调客观，后

者强调主观。前者有结构功能主义呈现的客观性，后者涉及语境、文本及其政治修辞学的主观性。这在两种

媒介讨论中呈现从客观到主观的传媒文本之互文间性。

严复与章士钊之政治修辞学分歧更多属于政治上的分歧，而不仅是学理上的差别。章士钊之用意与 《甲

寅》杂志的办刊旨趣多有一致，见 “《甲寅》杂志社启事”（即 “秋桐白事”）：“癸丑 （１９１３）战役既毕，
袁氏尽其力所能及，钳制国人，使之噤伏。秋桐先生旅居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 《甲寅》杂志，援证事

理，力辟奸邪，一时中外风行，袁氏震骇，帝制议起，通令禁止销售……今兹政局粗定，国事之有待于言论

者甚多，先生拟将经手事件清厘终结，即便赓续为文。”① 这大体上可见 《甲寅》杂志论政的锋芒所在。严复

与章士钊在政论上严重的分歧，章士钊后来在自己的政论文中多次提及严复并将其视作论敌。在胡适看来，

章士钊等显然属于逻辑文学的代表人物，“章士钊同时的政论家———黄远庸，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

涵等———都朝着这个趋向做去……这种文章的读者仍旧只限于极少数的人。当他们引戴雪，引白芝浩，引哈

蒲浩，引蒲徕士，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法律的问题的时候，梁士诒、杨度、孙毓筠们早已把宪法踏在脚底

下，把人民玩在手心里，把中华民国的国体完全变换过了！”② 这些评价大体可见国家重建语境中学人争论

除学理、政理情结外，尚有意气与偏见。比照社会契约论的语义及其对外国家传播，由英法等国而及近代

中国，思想谱系到政治脉络分析，从改良到革命的时代思潮跌宕，并非非此即彼的直接取代，而有调适的

过程。契约论的文本结构及解构、重构，呈现过渡意境中的文本间性。严复的契约世界与章士钊的契约世

界交叉重叠，形成 “他们的世界”。交叉部分是共识，从各自的自我主体性进步到相对客观意义上的共识。

而社会契约论的近代中国意义共建，涉及正反两个层面，关联到提问者的提问方式、身份特征、情感表述等，

体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学理图示的先锋作用及其批判性省思。社会契约论属于社会科学性的假设，具体要

回到社会事实与社会变革本身。

简言之，社会契约论是社会信任本身的思想或理论设计，具有理想性与实践性双重属性。这在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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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３０页。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１９２２年 ３月 ３日），收入 １９２３年 ２月 《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 《最近之五十年》，１９２４年 ３月 《申

报》出版此文之单行本。参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 ３·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２３６页。



报刊论争与政治修辞：严、章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辩及其媒介意义

中当形成理想性与实践性两个路向。比照社会契约论在华传播关联从改良到革命，其文本及其政治实践展示

社会建构过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直接取代，而有个调适的过程。社会契约论是启蒙思想的产物，也是法国革

命动员的思想向导，呈现欧洲革命理性特征，包含理想性、诚信，一度被欧洲重量级学人视作空想。另一方

面，社会契约论及其文本的实践性，展示理性批判的特质，此涉及实践指向和政治运动之关联。这一点得到

了章士钊政论的革命性回应。相比之下，从进化论到社会契约论，严复赞成进化论，反对社会契约论。用英

国赫胥黎注释法国卢梭，这当中反映了社会变革思潮的巨大变迁及其学术论证路径上的规范性指向。而从社

会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是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两个前后相接的逻辑链条，严复在第一个链条进化论传播当

中，译著 《天演论》等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在学界、政坛的生涯可谓非常荣耀。在第二链条当中严复撰

《民约论》相关 “平议”并引发社会契约论及其关联的伦理底线的讨论。严复指向政治实践的政论动机及其

行文风格遭到一大批革命党人质疑，并和学风不正联系，可谓光环显退。这一历史节点的分野，折射了 “西

学第一人”严复在学术潮流浮沉当中的荣枯线。当然，这一历史现象及其景观的展演，存在一个政论乃至政

治派系纷争的过程。诸如此类，研究者面对近代报刊显现近代政治修辞学风采及缺陷这一新命题，当多些知

人论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

（１５ＺＤＢ０３８）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牶
Ｙａｎ Ｆ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ａｏ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ｄｉ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ｇｅｎ牞 ＷＡＮＧ Ｌｉｘ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牞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ｒｅｗ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Ｙａｎ Ｆｕ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牞 ｗｈ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牞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ｖｉ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牞 ｂｏｔｈ Ｙａｎ Ｆ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ａｏ ｗｅ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ｙ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牞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ｗｈｅｎ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Ｂｏｔｈ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ｈｉｇ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ｍｉ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牞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牞 ｔｈｅｙ ｈｅｌｄ ｖａｓｔｌ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牞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ｖａｌｉ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ＹａｎＺｈａｎｇ ｄｅｂａｔｅ牞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牞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牞 ｔｈｉｓ ｄｅｂａｔ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牶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牞 Ｙａｎ Ｆｕ牞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ａｏ牞 ｔｅｘｔ牞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ｌｉｔｙ牞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牞 ｆａｃｔｉｏｎ牞 ｎｏｒｍ

５０２


